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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是社會民主主義的世紀。西方發達國家各社會黨、社會民主黨和

工黨在80年代中期開始的以黨綱修改為核心的意識形態重塑，拉開了社會民主

主義復興的序幕；他們在90年代中期後紛紛重返執政舞台，成為其理論運用於

實踐的開始。特別是從1997年開始，法國社會黨、意大利左翼民主黨、英國工

黨和德國社會民主黨相繼上台，形成了西歐國家（除西班牙和愛爾蘭以外）全部

由社會民主主義政黨單獨或聯合執政的局面，一度形成了「粉紅色的歐洲」現

象，達到了社會民主主義發展的又一個高潮。

作為當代西方發達國家中社會民主黨、社會黨和工黨奉行的思想理論體系的

總稱，社會民主主義的綱領、理念和政策，通過歐洲各種社會民主黨、社會黨和

工黨之間的對話，「在過去幾年中取得了可觀的共識，既有基本政治哲學方面的，

也有便於實施新政策的方針路線方面的。」1這些共識在西方發達國家，在民主制

度容許的時空中，對政治、經濟和社會都產生了全面影響。在二十世紀末，無

論從理論還是實踐層面，社會民主主義都引領了西方發達國家的社會變遷。

一　社會民主主義的「神奇回歸」

社會民主黨人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黃金時代」（The Golden Age），在

歐洲的大部分地區大步邁進，建立了福利國家。在「進步的」60和70年代，社會

民主主義政策激進化，但在這以後，對社會民主主義來說，潮流似乎轉向了，

歐洲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和福利國家政策陷入困境後，奠

定社會民主黨人改良主義成功基礎的經濟條件消失了。社會民主黨以「經濟增

長、社會平等、勞動就業、理性原則、國家、國際主義」為內容的政治方案，到

二十世紀末喪失了其物質和思想基礎，「社會民主主義的傳統範式及其社會基礎

被結構性地削弱了」，社會民主黨的綱領被認為是「昨日的命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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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卓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於1979年在英國上台，以及隨後一些國家的

政權更迭顯現了新自由主義的得勢，而蘇東劇變更被資本主義右派看成資本主

義不僅對「現實社會主義」，而且也對社會民主主義取得最終的勝利。所以，社

會民主主義被普遍認為無可挽回地衰落了，達倫多夫（Ralf Dahrendorf）那句有名

的讖語「社會民主主義世紀的終結」也似乎正在應驗3，社會民主主義進入了一個

長達二十年的「危機和自我懷疑的時期」4。

從二十世紀80年代末開始，長期在野的英國工黨p手探索一條擺脫困境、

重新崛起的新路。在社會民主主義的「神奇回歸」中，英國工黨通過新變革率先

走在最前列。1994年，布萊爾（Tony Blair，又譯貝理雅）當上英國工黨領袖後提

出「新工黨，新英國」（New Labour, New Britain）的口號，對工黨的理論和政策

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1995年4月，英國工黨特別代表大會以絕對多數（65.23%

贊成，34.77%反對）同意對1918年制訂的第四條黨章進行根本性修改。新的第四

條黨章把工黨定性為一個「民主社會主義政黨」，把權利和責任相對等的理念作

為工黨的新價值，同時變革工黨與工會之間的傳統關係，塑造工黨面對現代化

進程的新形象。

1997年，布萊爾在大選中獲勝，以他為首所倡導的「第三條道路」（The Third

Way）成為歐洲社會民主主義復興的主要旗幟。90年代中後期以後，隨p社會民

主主義政黨在政治上的成功，特別是意大利、英國、法國、德國四大國家的中

左政府上台，社會民主黨人在綱領更新、理論變革以及政策實踐方面的探索，

引起了人們前所未有的關注。

社會民主主義這次崛起的動因，不是指社會民主主義傳統範式——以凱恩

斯主義福利國家模式為基礎，提倡充分就業，擴展社會公正，謀求資本與勞動

之間的一種「福特主義式」平衡——的復活，而是社會民主主義在通過對民主社

會主義的理論反思和政策調整基礎上，以更強調民主等社會主義價值和拋棄社

會主義結構內容為特徵的反擊。這個意義上講，社會民主主義復興的出現固然

有歐洲戰後「政治鐘擺」的慣性作用，但更主要的是這些國家各社會黨、社會民

主黨和工黨適應了各國的變化，特別針對全球經濟政治形勢的變化，務實地提

出新思想、新主張的結果；同時，通過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有力的實施，一改

社會民主黨不善於經濟調控和社會管理的形象，讓人們看到二十世紀末的社會

民主黨在選舉和執政方面都顯示了前所未有的活力和能力。

二　社會民主主義的理念刷新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在戰爭的廢墟上，西歐國家的社會民主黨面對戰後重

建的歷史重任，通過民主選舉的合法途徑，相繼執政。這些社會民主黨在執政

中，堅持了五點基本原則，即政治自由主義、混合經濟、福利國家、凱恩斯主

義經濟學及平等信念5，其核心是構建福利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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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歐社會民主黨人總是善於根據時代的變化、社會的要求和自身力量的消

長，修正自己的觀點，調整自己的策略，提出新的理論。二十世紀90年代以

後，作為英國工黨的理論家、更作為英國工黨領袖布萊爾的精神導師（Blair's

Guru）的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在《超越左與右：激進政治的未來》（Beyond

Left and Right: The Future of Radical Politics）一書中提出了六點框架，作為他的

政治綱領的核心。這六點框架的主要內容是：第一，修復被破壞的團結，重構

個人生活與集體生活的關係，修復被極端利己主義破壞的社會關係和家庭關

係；第二，從左翼和自由主義的解放政治轉入「生活政治」，關注人類在一個開放

的和全球化的世界中如何生活的問題；第三，結合反思性社會的出現，推廣積

極的信任，提倡一種能動性政治，使個人與團體、國家與公民社會建立起積極

的信任關係，以便解決貧困與社會排斥問題；第四，在全球化和反思的社會秩

序中，克服自由民主制度的缺陷，建立一種對話民主的社會制度；第五，為建

立一個積極的和反思的福利國家做好準備，並將其與解決全球貧困聯繫起來；

第六，通過對話解決包括戰爭、價值衝突和性暴力等在內的各種暴力問題6。

（一）超越左與右：新變革的政治坐標

從1995年開始，布萊爾在公開場合表示工黨要超越新自由主義和社會民主

主義，建構新的政治哲學。1998年5月，吉登斯出版了《第三條道路：社會民主

主義的復興》（The Third Way: The Renewal of Social Democracy）一書，從理論上

進一步完善和闡明了工黨的新思路。同年9月，布萊爾出版了《第三條道路：

新世紀的新政治》（The Third Way: New Politics for the New Century），詳細闡發了

工黨的執政思想。同月，布萊爾撰文提

出，「第三條道路是最好的道路」，認為

「第三條道路」是現代社會民主重新獲得

恢復並取得成功的道路7。

在社會民主主義的政治理念上，吉

登斯認為：「過去，社會民主主義總是

與社會主義聯繫在一起。現在，在一個

資本主義已經無可替代的世界上，它的

取向又應當是甚麼呢？」答案就是他所

提出的被稱作是「告別社會主義」的「第三

條道路」8。吉登斯進一步看到，在當代

的西方社會中，新自由主義似乎已經在

全球範圍內取得了勝利，而社會民主主

義「正陷入意識形態的混亂之中」9。因

此，傳統的社會民主主義思想必須從根

本上加以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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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帶來了損害。他所

要做的就是彌補、完

善和整合這兩大思

想，用「第三條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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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吉登斯也尖銳地指出新自由主義本身所陷入的困境，那就是市

場原教旨主義和保守主義之間存在的張力。傳統的連續性在保守主義的思想中

佔據核心地位，傳統中包含p過去所累積下來的智慧，並因此提供了一種邁向

未來的指南。因而，他主張自由市場的哲學對未來的希望，寄託在通過不斷解

放市場力量而獲得的永無止息的經濟增長上：「給它所設想的〔福利制度的〕受益

者——被它界定為弱小者、貧窮者和不幸者的人——造成了極大的損害⋯⋯它

削弱了個人的進取和自立精神，並且在我們這個自由社會的基礎之下醞釀出某

種一觸即發的怨恨。」bk

因此，在吉登斯看來，無論是社會民主主義還是新自由主義，都給人類帶

來了損害。他所要做的就是彌補、完善和整合這兩大思想，並修復它們所帶來

的破壞。他要用復興了的社會民主主義即「第三條道路」，來超越老派的社會民

主主義和新自由主義：「『第三條道路』指的是一種思維框架或政策制訂框架，它

試圖適應過去二三十年來這個天翻地覆的世界。這種『第三條道路』的意義在

於：它試圖超越老派的社會民主主義和新自由主義。」bl

（二）堅持核心價值：復興的政治架構

1959年，德國社會民主黨在其制訂的著名的《哥德斯堡綱領》（Godesberger

Parteiprogramm）中對所有制這一敏感問題進行了溫和的處理，逐漸淡化其形式，

從而凸顯其倫理價值性——由「制度社會主義」向「價值社會主義」轉變，進一步

提出社會民主黨的價值核心是自由、公正和團結互助，並按這個基本價值的精

神徹底改造這個世界bm。

自由、公正和團結互助作為社會民主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確立具有重要的意

義，因為社會民主主義的一致性並非出於一種世界觀，「而是根植於建立在共同

道德原則之上的共同政治目標」。這個共同的道德原則就是從人道主義出發，爭

取社會的自由和公正，而共同的政治目標則是實現人性的徹底解放。

核心價值的確立深遠而全面地影響了二戰結束以來社會民主主義的各種政

治主張與演變，人道主義的核心價值定位也進一步淡化了社會民主主義的階級

色彩，鞏固和擴大了社會民主黨的社會基礎與黨員隊伍，使得社會民主黨雖然

歷經挫折，其在世界範圍的影響力卻不斷發展壯大。

1999年，布萊爾與德國前總理、社會民主黨前領導人施羅德（Gerhard

Schröder）在他們發表的《共同聲明》中更明確表達了社會民主主義的核心價值：

「公平和社會公正，自由和機會平等，團結和對他人負責，這些價值觀念是永恆

的。社會民主主義永遠不會犧牲這些價值觀。」bn而且，布萊爾更表明：「新工黨

的基本信條是我們必須將傳統的價值觀以新的方法運用於新形勢之中。」bo

事實上，社會民主主義仍繼續從左翼的價值觀中汲取靈感，要在平等、自

由、社會的公正和發展上有效地發揮國家干預的作用，做「政策的代言人」。同

時，針對當前全球化帶來的挑戰，社會民主黨人還進一步拓展他們的思路，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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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必須使民主政策在新的全球化條件下發揮效力，從而使全球化的好處能夠被

平等分享，成為所有人的機遇」bp。

三　社會民主主義的公共政策取向

在社會民主主義的理念刷新下，社會民主主義的公共政策轉型就是一種必

然。從現實層面上看，儘管將經濟繁榮和社會公正結合起來的戰後設計本身並

沒有失去對選民的吸引力，儘管新的經濟環境也沒有使兩者的結合變得完全不

可能，但是由於經濟環境的改變，兩者的結合變得更加困難了。許多政策措施

過去行之有效，但現在效力大減。為了保持在選舉中的競爭力，社會民主黨被

迫尋找將兩者結合起來的新途徑bq。

（一）「第三條道路」：社會民主主義的公共政策指針

當代社會民主黨「第三條道路」的種種理論、政策，正是在應對各種變化和

挑戰中形成的，「⋯⋯異常深刻的社會、經濟和技術變遷。我們應當怎樣來回應

這些變化？」「〔我們〕需要找到第三條道路。」br「第三條道路政治的總目標，應當

是幫助公民在我們這個時代的重大變革中找到自己的方向，這些變革是：全球

化、個人生活的轉變，以及我們與自然的關係。」bs

在幾乎所有由社會民主黨上台執政的歐洲國家中，「第三條道路」已經變成

了一條改變政府實踐活動的指導路線。但是，這一次社會民主主義的回歸在歐

洲各國各具特色，惟其共同的地方是重新對市場作用採取了更加開明的態度，

在政策上表現為對民主社會主義遺產和新保守主義遺產的雙重繼承，即在國家

與市場、安全感與靈活性、社會理性調節與經濟自發力量之間尋求新的平衡。

為此，布萊爾總結性提出：「第三條道路是現代社會民主重新得到恢復並取

得成功的道路。它決不僅是在左派和右派之間的一條妥協之路。它尋找採納中

間和中左道路的基本價值觀念，並使其適用於全世界根本的社會和經濟變革，

而且不受過時的意識形態的束縛。」bt

（二）「社會投資國家」：社會民主主義的公共政策核心

建立一個新的、現代的福利國家是社會民主主義政策的核心部分，即以「社

會投資國家」（social investment state）來改革傳統的「社會福利國家」模式。在吉登

斯看來，福利國家建立之初的社會條件已發生了非常明顯的改變，在現今認為

不確定性佔主導地位的時代，建立在外部風險基礎上的福利制度開始瓦解。也

就是說，隨p社會經濟的變化，解決外部風險的手段無法解決本身製造出來的

風險。因此可以說，「福利國家危機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場風險管理危機」ck。

儘管將經濟繁榮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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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二十一世紀評論

在重新認識福利國家危機實質的基礎上，吉登斯開始p手探索福利國家的

改革，而如何改革則成了關鍵問題。他認為必須擺脫把「預後關懷」（precautionary

aftercare）作為解決風險的主要手段以及對它的依賴cl。吉登斯明確提出，應當以

「積極福利」（positive welfare）政策代替目前的傳統福利政策，使傳統福利國家現

代化，變福利國家為「社會投資國家」。

吉登斯認為：社會民主主義者必須改變福利國家所蘊涵的風險與安全之間

的關係，以形成這樣一個社會——在政府、企業和勞動力市場中的人是「負責任

的風險承擔者」（responsible risk takers）cm；作為一項倫理原則，「無責任即無權

利」（no rights without responsibilities）必須不僅適用於福利的受益者，而且也適

用於每一個人cn。在這個意義上，責任是健全社會的基石，它既是個人的，又屬

於社會的。社會行動的目的不是要用社會或國家的行為代替個人責任，而是通

過改善社會來促進公民個人自我完善的實現。與此相應，新公正觀「應該允許一

定程度上的不平等現象存在」co，以促進個人的努力。在此基礎上，作為個人都

要積極回報社會的關愛，為社會和他人承擔義務，真正實現基於現代意義的社

會公正——「有予有取」，即機會、權利共享，風險、義務共擔。另一方面，不

再強調「充分就業」，而是把資金引向人力資本的投資方面：「我們應該把強調的

重點轉到積極的福利上，除了國家以外，個人和其他組織都對它負責，而且它

會推動財富的創造⋯⋯社會投資國家的主要原則可以簡單表述如下：在任何可

能的情況下要投資於人力資本，而不是直接給予利益。」cp

在實現「社會投資國家」的途徑上，吉登斯提出的思路是：傳統的福利國家

是階級妥協的產物，而福利國家的改革也應該繼續實現社會妥協，只不過妥協

的雙方不再局限在階級之間，而是更多的在社會團體之間、兩性之間，以防止

社會排斥（social exclusion）現象的出現和惡化。被理解為「積極福利」的福利開支

將不再是完全由政府來創造和分配，而是與積極發展公民社會結合起來，國家

與公民社會應當確立一種「合作夥伴」（partnership）的關係，共同參與和推進社會

福利目標。改革後的福利國家在政治管理過程中，通過合作與協調來實現「善

治」（good governance）這一目標，通過「增權」（empowerment）來發揮各種主體的

自主性及責任感，強調公共機構與私人機構的合作；注重國家與公民社會的合

作；鼓勵政府與非政府組織的合作；提倡強制與自願的合作，實現多元化的福

利供給模式。

（三）多樣化的面向：社會民主主義的公共政策途徑

在全球性福利國家改革浪潮中，社會民主主義政策多樣化的面向表現在：

圍繞經濟發展和促進宏觀經濟的穩定，制訂能夠鼓勵獨立，而不具有依賴性的

稅收和福利政策；通過教育和培訓的實施使人們能夠適應和獲得工作，重點扶

助青年和弱勢群體，內容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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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教育和培訓方面，強調人力資本投資。「社會投資國家」的主要準則就

是將資金盡可能用於人力資本投資，而不是直接用於福利支出，變「授人以魚」

為「授人以漁」，發展一種二次機會的政治。教育和培訓作為培養負責任的個人

最經濟、最積極的手段，被認為是從「依賴福利」走向「工作福利」的橋樑。

英國新工黨一直把教育當作「最大的經濟問題」，把提高英國教育水平視

為政府的首要工作目標，盡可能為每個人提供平等的受教育機會，其中特別

注重解決教育中的社會排斥問題：主要是因為貧困、種族、社會地位等原因

不能接受平等的教育機會。「終身教育」可以說是新工黨一個標誌性的口號。

新工黨執政以來制訂和實施了一系列的政策和計劃，覆蓋了從嬰幼兒階段的

看護到學前教育、中小學教育、高等教育和職業教育、崗位培訓等人生各個

重要階段，制訂了大量針對未成年人口的新政策，尤其是貧困家庭的子女從

社會政策改革中受益最大；同時，創建了新的機構組織，並設立新基金，以

推廣教育。

（2）在勞動和就業方面，推行各種「新政」（New Deal）。「社會投資國家」主張

應改變過去固守傳統觀念和提出不切實際的做法；把過去「追求平等的目標」的

就業導向轉向「創造平等的機會」，強調要以更多的協調、更多的改革來創造更

多的就業；並制訂能夠鼓勵工作自立、放棄依賴社會的政策，推行積極的勞動

力市場政策，實現以「工作福利」（Welfare-to-work）代替社會福利；同時，為人們

創造更大的經濟活動空間，使每個公民既願意行使勞動的權利，又有發展的機

會，從而「給那些能工作的人工作，給那些無法工作的人安全」cq。

北歐國家在對勞動市場大力改革的同時，使用了「工作福利國家」（workfare

state）的口號，在普遍實施削減給付水平、縮短給付時間、嚴格給付條件的政策

下，各國也都不同程度地提出了「工作有其酬」（work pays）的口號，試圖進一步

強化工作激勵機制，加強失業補助和工作給付之間的聯繫，實現從「消極的補

助」向「積極的勞動力市場政策」的過渡。在解決失業問題的重點上，強調的不再

是簡單發放救濟金，增加失業補貼，而是變被動的恩惠式福利為主動的進取式

福利，變事後補救性福利為事前預防性福利。通過加大對教育和培訓的投資，

創造條件，促使公民學習新技能，接受新工作和提高冒險創業的精神和能力，

幫助弱者自強。

在實現就業導向的轉變中，「新政」是英國新工黨政府的福利政策改革「工作

福利」的主要內容。1998年2月推出的「新政」主要目標為：解決英國長年以來嚴

重的失業問題，對象包括青年人、長期失業者、殘疾人士和單親母親等等。

在第一年率先撥出了4.8億英鎊的預算，成立培訓與企業委員會（Training and

Enterprise Councils），針對18到24歲、25歲以上、50歲以上、殘疾人士及單親

家庭失業者制訂出五種不同的就業計劃，其中以輔導18到24歲的青少年就業

為重點。

在「新政」計劃中，以1998年率先實施的「青年新政」（The New Deal for Young

People, NDYP）計劃影響最大，是其他各項「新政」計劃的原型。新工黨認為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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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來嚴重的青少年高失業率是源自於「失業與無工作經驗」（no job, no experience;

no experience, no job）兩者之間的惡性循環。所以，「青年新政」是一項強制性的

政策，對象是年齡在18至24歲，並已接受求職津貼（Jobseeker's Allowance）六個

月以上者。「青年新政」分為「進入」（gateway）、「選擇」（options）和「後續」（follow-

through）三個階段。在「進入」階段中，求職者將與來自「就業綜合中心」（Jobcentre

Plus）的個人顧問共同評估個人狀況後，擬定一套個人求職計劃，接受政府提供

的各種免費培訓。十六周後，如未能找到工作，就會進入「選擇」階段，面臨補

助性就業和自主創業、全日制的教育和培訓、到志願部門工作、參加政府提供

的環保工作四項選擇，可持續十三周。第三階段為「後續」階段，它可持續二十

六周。此時失業青年可申領失業補助金，他的個人顧問仍將為他提供針對性的

建議和指導，失業者仍須在個人顧問和就業服務機構的協助下努力尋找工作。

與第一階段稍有不同的是，這一階段具體的培訓量較少，主要提供諮詢和建議

服務，因為進入這一階段的青年失業者人數已很少cr。

「青年新政」計劃通過全方位的就業指導、教育、培訓和政府補貼性就業，

不僅提高了失業者的就業能力，更增強了他們的自信心和責任心，有利於從整

體上提高國家勞動力市場的競爭力，促進經濟發展，體現了國家福利支出作為

人力資本投資的積極意義。

其他「新政」計劃還包括「長期失業者新政」、「單親新政」、「25歲+新政」、

「50歲+新政」和「殘疾人新政」等。為了提高失業者的就業動力，確保就業收入具

有充分的激勵作用，英國新工黨政府的「工作福利」計劃還包括「工作稅額抵免」

（working tax credit）和國家最低工資標準政策，對低收入者提供稅收減免或補貼

等cs。

（3）在公共服務方面，實施公私合作改革。一方面，鼓勵公共福利機構與私

營福利機構合作，打破政府對社會福利行業的壟斷；鼓勵公民參加私人養老保

險；打破以往政府對於福利制度只是「發放保險金」的思維模式，強調提供良好

的公共服務，如提高教育、住房的服務質量，同時積極地幫助殘疾者面對社會

排斥的問題、改善醫患關係等等。另一方面，視公眾為「顧客」，取消非政府（或

非政府資助）提供者進入公共服務領域的障礙，在公共服務提供者之間形成競

爭，給公眾提供選擇餘地；以競標方式決定提供者，實現政府購買與產品提供

之間的分離。特別是英國布萊爾政府要求所有公共服務職能部門與財政部簽訂

公共服務協定，並授權財政部監督公共服務協定實施情況，監督的重點是「服務

產出」和「服務效果」，主要是通過實行《公共服務協議》（Public Service Agreement）

和《服務水平協議》（Service Level Agreement）來推動。1997年的布萊爾政府改革，

74%的公共服務職能轉向了執行代理機構，政府機構只有財政部、內閣辦公室和

國家審計辦公室三個部門。2002年制訂了執行代理機構的主要工作目標，旨在

以顧客市場驅動，滿足顧客需求。這些目標都以《公共服務協議》的形式予以確

定，而英國的《服務水平協議》則是責任部門與具體提供公共服務的單位群體簽

訂協定，旨在提供的服務能滿足協定規定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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